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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写出的政治哲学”
———汉娜·阿伦特与《判断力批判》重构

乐 小 军

［摘 要］阿伦特认为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包含着 “他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因
为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基于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力的考察。阿伦特在康德
的鉴赏判断中发现了判断的这种自主性能力，即在缺乏概念和规则同时又不放弃某种普

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来判断特殊物的能力。判断不仅是在与共通感同源的共同世界中发生
的，而且与 “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种扩展的思想方式联系在一起，判断的
必然性是一种通过想象力而成为可能的示范性的有效性。阿伦特对 《判断力批判》的重
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错的

能力。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
断的一种模式。
［关键词］反思性判断 共通感 扩展的思想方式 实例

［中图分类号］ B712. 5

汉娜·阿伦特在 1975 年准备开始写作《精神生活》的第三部分时突然去世，这部讨论心智活
动的著作原本由“思想”“意志”“判断”三个部分组成。由于只有康德写过论判断力的著作，而
康德之前的哲学家很少关注这种能力，因此原始材料的缺乏致使 《判断》的篇幅要比其他两部分
短小。尽管阿伦特自 1955 年以来开设过几门关于康德政治哲学的课程，但她于 1970 年在纽约社会
研究新学院作的“关于康德 《判断力批判》”的系列讲座，成了我们了解 《判断》的最重要的材
料来源，因为“阿伦特在《思想》这一卷的‘附记’中所提出的判断理论的梗概非常接近康德讲
座的实际发展”①。早在 1957 年 8 月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就说: “《判断力批判》而
不是《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的秘密诞生地。”② 她在 1960 年的 《文化中的危机》

一文中写道，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 “审美判断力批判”包含着 “康德政治哲学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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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原创的方面”。① 由于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隐藏在 《判断力批判》中，也就是说 “第三批判”

包含着康德“未写出的政治哲学”②，“因此找出他关于这个问题所思考的东西的最好方法是转向
他的‘审美判断力批判’”③。那么，阿伦特为什么想要在 《判断力批判》中寻找并重构这种 “未
写出的政治哲学”呢?

一

阿伦特转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她对长期困扰她的问题深入思
考的结果，她的动力主要来自 20 世纪的核心政治经验，即极权主义的出现。阿伦特说，极权主义
之所以可怕，是由于“它的行动构成了与我们所有传统的一种断裂; 它们 ［行动］显然已经打破
了我们政治思想的范畴和我们道德判断的标准。换句话说，正是我们试图去理解的事件和现象剥夺
了我们理解的传统工具”④。“传统的断裂”表明我们已丧失了把特殊归入其下的一般的判断标准
和规则，因此，那些只根据这些标准和规则来判断的人也就失去了判断能力。根据阿伦特自己的说
法，她关注心智活动的直接冲动来自她在耶路撒冷参加的艾希曼审判。⑤ 阿伦特眼中的艾希曼并不
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换言之，恶的动机不是他作恶的必要条件，他之所以会犯下滔天大罪，是因
为他没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

在通常的意义上，判断是指把特殊的东西归入事先存在的规则之下。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就把判断定义为“向规则之下归属的能力，也就是说，它是断定某物是否属于某一给定规则之
下的那种能力”⑥。这种向规则之下归属的能力就是规定性判断力，它把一个特殊者归入一个给定
的概念之下。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并不产生任何规则，它应用于特殊物的普遍规则是由知性提供的，

因此它没有自身的先天原则，也就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能力而起作用。在规定性判断力中，“特殊
物是以一种三段论的形式被归摄在普遍规则之下”的，但 “对于规则的应用来说没有规则可
用”。⑦也就是说，如何把一般规则应用于特殊物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对于康德来说，这种才能
“不是可以教诲出来的，毋宁是只可予以操练”。“缺少判断力，真正说来，就是人们所说的愚蠢，
而且这样一种缺陷是决不能补救的。”⑧

我们说艾希曼没有区分对错的能力，但他能够很好地运用康德所说的规定性判断力，他具有把

特殊归入一个一般规则的能力。他不是康德意义上所说的愚蠢，那么他到底错在哪里呢? 在纳粹政
权下，艾希曼作为一个守法的公民，他的义务在于服从命令。尽管艾希曼事后认识到他自己行为的
犯罪性质，但在当时“只有没做他被命令去做的事情，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⑨。艾希曼所做的只
是按照命令或规则来判断，但这些给予他的命令或规则是有罪的。据迈克尔·丹尼的看法，“我们
关于艾希曼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事实，即他仅仅很好地根据规则来判断。事实上，这就是他曾经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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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 他从未看他眼前的特殊情况以及设法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去判断”①。艾希曼之所以无法
判断对与错，不是因为他缺乏规定性的判断力，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作反思性判断。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区分了 “规定性判断力”与 “反思性判断力”。“如果普遍的东西
( 规则、原则、法则) 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的东西归摄在普遍的东西之下的判断力 ( 即使它作
为先验的判断力先天地指明了诸条件，唯有依据这些条件才能被归摄在那种普遍的东西之下) 就

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的东西被给予了，判断力为此必须找到普遍的东西，那么这种判断力
就纯然是反思性的。”② 不同于规定性判断力，反思性判断力是从特殊出发去寻找一般规则，而不
是依据给定的一般规则来归摄特殊。在反思性判断力中，我们不关心知性的普遍规则是否能够充分
地规定感性直观。也就是说，反思性判断力不规定一个特殊物是否处于一个既定的普遍概念之下。

康德曾在“第一批判”中说直观无概念则盲，而反思性判断力要处理的问题正是 “无概念的直
观”，即我们如何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来判断具体个别的特殊物。换言之，正是在没有判断标准和
规则或者给予的规则无法判断对错的时候，反思性判断力才发挥了它的作用。这就是阿伦特之所以
转向研究《判断力批判》的内在原因。

保罗·利科认为，康德带来的基本转变在于用一种归摄来代替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谓述功能，

判断就被理解为一个实例被置于一个规则之下的行为。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就是一种应用概念
的能力，即把特殊的事物归摄到某个一般规则之下的能力。但在没有先前给予规则和标准的情况
下，我们如何来判断? 也就是说，在知性不提供规则的情况下，判断如何可能? 众所周知，康德直

到写“第三批判”时才把判断看作一种拥有自己先天原则的能力，他在反思性的审美判断中发现
了这种自主性能力，亦即反思性判断力。由此不难看出，阿伦特诉诸康德的 “第三批判”，正是为
了寻求反思性判断力的这种自主性。“判断的这种自主性在‘反思性判断力’的情况下甚至更为显
著，反思性判断力不是从一般下降到特殊而是 ‘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在没有任何总的规则的
情况下来决定这是美的，这是丑的，这是对的，这是错的; 在这里，对于一种指导原则而言，判断

力‘只能从自己给予它自身这种作为法则的原则’。”④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阿伦特不仅把反思性
判断力看作一种判断美与丑的能力，而且也把它看作一种判断对与错的能力。在阿伦特看来，这两
种判断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问题也恰恰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区分对与错的能力和区分美与丑的能力不是一
种能力，而是意志能力和 ( 反思性) 判断能力这两种不同能力的功能。对与错属于道德领域的问
题，而美与丑则属于审美领域的问题 ( 尽管在“第三批判”中丑的问题被撇开未谈) 。在《实践理
性批判》中，道德法则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来说都是有效的，实践理性通过这个普遍的先天概念
来规定意志，意志即指根据法则行动的能力。但理性产生的普遍概念与知性产生的普遍概念的区别
在于，知性产生普遍必然的规则，判断力把那些普遍的规则应用于特殊直观的杂多，但这些杂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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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规则本身所产生的; 而理性的普遍概念实际上产生了被判断为普遍规则之实例的特殊者。也
就是说，特殊的道德行动可以被普遍的道德概念所充分规定。① 尽管知性概念 ( 范畴) 本身并不产
生对象，只是构成对象的可能性条件，而理性概念 ( 道德法则) 则直接产生它自己的对象，但实

践判断和理论判断一样都是一种规定性判断力。在实践判断中，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道德法则，那
么我们就无法判断特殊行动是对还是错，道德法则即是我们判断行动正确与否的尺度和标准。由此
可见，在没有依据概念或规则的情况下对特殊事物的判断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没有位置，康德的实

践理性只对能够被理性概念或客观法则所规定的行动有兴趣。

正如罗纳德·贝纳所言，康德已写出的政治哲学是被他的道德视野所塑造的。② 尽管道德与政
治有区别，但两者都源于理性。“第二批判”讲的是人类理性的应然状况，然而如何保障政治条件
下的实然向应然的必然过渡? 康德晚年提出的目的论就是要解决人的主观精神 ( 理性能力) 与客

观精神 ( 天意) 之间的关系，因为光凭先验主体性克服不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断裂。尽管天意不
干涉人的行动，但它最后能够保障实现最终目的。因此，康德的政治哲学必定和一种历史哲学捆绑
在一起，“现代历史主义的威胁在于把特殊物归摄到关于进步进程的普遍叙述之内”③。阿伦特之所
以认为康德已写出的政治哲学不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哲学，是因为这种与历史哲学纠缠在一起的政治哲

学无法处理“无概念的特殊者”这个问题; 而康德的“第三批判”所处理的没有“概念的判断”则
是阿伦特式的政治哲学的主题。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阿伦特会认为《判断力批判》包含着康德的
“未写出的政治哲学”。尽管如此，阿伦特却不无遗憾地指出: “康德发现了一种完全新的人的能力，

即 ［反思性］判断力; 但同时他从这种新能力的权限中撤回了道德命题。”④ 阿伦特对 《判断力批
判》的重构旨在表明，反思性判断力不仅是一种区分美与丑的审美能力，而且也是一种区分对与
错的政治能力。现在我们应该按照审美模式而不是康德的实践哲学来作政治判断，因为这种判断不
是把一个对象置于一个概念或规则之下，它处理的是先于和独立于任何概念的特殊者。

二

按照康德的说法，反思性判断包括审美判断 ( aesthetichen Urtheilskraft) 和目的论判断。而审美
判断分为关于美的判断和关于崇高的判断，关于美的判断又被叫作鉴赏判断 ( Geschmacksurtheil) 。

阿伦特所关注的即是鉴赏判断。鉴赏判断不同于逻辑判断，它不是通过演绎或归纳作出的。逻辑判
断的谓词述说的是对象的一种性质，而鉴赏判断涉及的是当对象的表象给予我们时我们所感到的一

种主观情感。“为了区分某种东西是不是美的，我们不是通过知性把表象与客体相联系以达成知
识，而是通过想象力 ( 也许与知性相结合) 把表象与主体及其愉快或者不快的情感相联系。”⑤ 鉴
赏判断也不同于依赖于对象实存的关于快适的判断，它不依赖于我们欲求的对象，因此对美的对象

的静观给予我们的是一种纯粹的愉悦。康德说: “美是无需概念而被表象为一种普遍愉悦的对象的
东西。”⑥这种愉悦不是建立在完全私人的感觉上，否则快适也会具有某种普遍性。鉴赏判断所宣称
的普遍有效性来自于这种不依赖于对象实存的纯粹情感。当 “我”把一朵郁金香称作美的时，
“我”的意思是说这朵郁金香在每个作出鉴赏判断的人那里都会产生一种愉快的情感，或者说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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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出这个判断的人对这朵郁金香也会产生同样的主观情感。

在鉴赏判断中，“我”之所以称这朵郁金香是美的，只是因为它使“我”感到了愉快。尽管鉴赏
判断有一个主观的根源，它却要求某种普遍有效性。但我们也不是通过“所有的郁金香都是美的，这
朵花是郁金香，因此这朵郁金香是美的”这种推论来得出普遍有效性，即每一朵郁金香都会给我们带
来愉快。因为我们在鉴赏判断中碰到的不是作为一般概念的“郁金香”，而是作为特殊者的“这朵郁
金香”。我们把关于美的判断叫作鉴赏 ［口味］( Geschmack) 的理由就在于，这种判断不是知性或理
性的判断。然而，鉴赏判断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独特的口味。在这里，康德区分了关于
美的判断与关于快适的判断，后者根据味觉品尝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它要依赖对象的实存。而关于美
的判断则对对象的实存没有兴趣，它涉及的是对象的表象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愉快或不愉快的主观情

感。康德认为这种主观情感与快适的主观情感不同，它包含着一种普遍有效性的要求，即它要求得到
一种普遍的赞同。当“我”说这朵郁金香是美的时，“我”期望其他人能够赞同“我”的这个判断，
“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个单一性判断所宣称的主观普遍性。

康德把鉴赏判断的两大特性概括为: 其一，“鉴赏判断就愉悦 ( 作为美) 而言规定自己的对象，

要求每个人都赞同，好像它是客观的似的”①; 其二，“鉴赏判断根本不能通过证明根据来规定，就好
像它纯然是主观的似的”②。也就是说，尽管鉴赏判断基于主观情感而不是概念，但它要求某种必然
性。那么，一种纯粹主观的判断如何能够宣称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 康德认为，在一个要求愉悦
有普遍有效性的鉴赏判断中，判断先于愉悦。我们在鉴赏判断中不是事先就规定好了哪些对象会引起
我们的愉悦，而是我们在经验中遇到某些对象，当我们判断它们为美的时，这些对象的表象使我们感

到一种愉悦的情感。虽然这种愉悦的情感是纯粹主观的，但它具有普遍可传达性 ( Mitteilbarkeit /
communicability) 。那么，为什么“我”个人主观感到的愉悦是普遍可传达的呢? 康德说这是因为产生
愉悦的心灵状态是普遍可传达的，而这种心灵状态就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③由于作为想象力与知
性之间不确定的和谐关系的心灵状态在不同的判断主体那里都是共同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在作
一个关于美的对象的判断时，“我”感到一种愉悦，同时“我”认为其他人也应该感到这种愉悦。换言
之，“我”所感到的这种愉悦是普遍可传达的，这种普遍可传达性保证了鉴赏判断的普遍有效性。
我们知道，在“第一批判”中，想象力和知性之间是一种确定的关系。但在 《判断力批判》

中，由于想象力和知性处于一种自由游戏中，因此这两种能力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所谓不确
定的关系是指这两种能力之间不是规定与被规定的支配关系，而是一种谁也规定不了谁的和谐共存

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我”在作鉴赏判断时之所以会感到一种愉悦，是因为产生这种愉悦的心
灵状态是人人共有的。康德把这种人人共有的心灵状态叫作 “共通感 ( Gemeinsinn /common
sense) ”，它使“康德高度意识到了美的公共性质; 正是因为美的公共相关性，康德才与老生常谈
的谚语相反，坚决认为鉴赏判断可以公开讨论”④。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共通感在康德那里是
一个先验原则，但阿伦特对共通感的解释则是一种 “去先验化 ( de-transcendentalize) ”⑤ 的做法。

这是阿伦特重构《判断力批判》的关键一步。安德鲁·诺里斯对此分析说: “尽管康德和阿伦特都
认为共通感使经验成为可能，但在康德那里所涉及的是诸种能力之间的关系，而在阿伦特那里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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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 polis ［城邦］的复数性中的关系。”①

由此可以得出，判断这种能力“在人类社会之外是不起作用的”②。也就是说，判断能力预设
了他人的陪伴，它与人的复数性 ( plurality) 条件联系在一起，即 “men 而不是 Man 在地球上生活
和在世界中居住”③。世界就是由复数的人所构成的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每个人从他自己所
处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由于他们所处的立场不同，因此他们对世界会有不同的观点。尽管每个人
关于世界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这个世界对所有人来说是共同的。“在审美判断中与在政治判断
中一样，作出一个决定，尽管这个决定总是被某种主观性所规定，但它被这个简单事实所规定，即

每个人都占据一个他自己的位置，他从这个位置来看待和判断世界，但它也来自这个事实，即世界

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某种对它的所有居住者来说共同的东西。”④ 所以，阿伦特说: “《判断力
批判》是 ［康德］伟大著作中唯一一部以世界和使 ［复数的］人适合成为世界的居住者的那些感
觉与能力为出发点的著作。这可能还不是政治哲学，但它无疑是政治哲学的必要条件。”⑤

根据阿伦特的解释，“共通感是共同体的感觉 ( community sense /sensus communis) ，它区别于私
人的感觉 ( sensus privates) 。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是判断在每个人中所诉诸的东西，正是这种可能的诉
求给予判断以特殊的有效性。它使‘我’愉快或不愉快，这作为一种情感看起来是这样的完全私人的
和不能传达 ( communication) ，但它实际上植根于这种共同体的感觉中，因此一旦它被反思转变，这
个反思考虑所有其他人及其情感，它就向传达敞开了。……当一个人判断时，他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
成员在判断”⑥。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阿伦特的共通感确实不是一种先验能力，因为它要依赖于一
个共同体中他人的在场。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把共通感视为与逻辑偏执相对立，所谓的逻辑偏执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私人的感觉。我们知道，逻辑能力可以在孤独的状态下运作，它不需要他人的在场
作为前提; 共通感则以人的复数性条件为基础，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具体地说，共通感
是一种“使我们适合进入共同体”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显示的正是人的人性 ( humanity) ”。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阿伦特说共通感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但它并不是一个指向某个特殊共同体

的经验概念。因为每个特殊的共同体由于其文化、习俗和价值的差异性必然会产生判断的相对性，这
种判断的相对性导致的后果是: 要么诉诸于一个超验的客观标准，要么承认判断都是主观的，不具有

任何的普遍有效性。这两个后果实际上就是阿伦特试图要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阿伦特要去除康德
的共通感概念的先验维度，以避免判断有一个人类事务领域之外的尺度或标准。另一方面，她又要避
免把共通感视为有一个经验的起源，尽管我们是从一个复数的经验视角来作判断的，但我们能够通过

“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看问题”这种方式保证判断的某种普遍有效性。就像博尔伦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阿伦特其实是用一种释义学 －现象学的方式来解释共通感。“由于人的条件的世界结构，共通感与共
同世界是同源的 ( co-original /gleichursprunglish) 。共通感既预设一个共同世界并使之成为可能，也使
我们适合于这个共同世界。”⑧ 简单地说，共通感向我们揭示的不只是世界作为共同世界的性质，

而且还有我们作为复数性存在者的政治属性。共通感就是我们生活于这个共同世界的感觉，而
“判断就发生在这种与 －他人 －共享 －世界 ( this sharing-the-world-with-others) 的重要活动中”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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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于判断是在我们的共同世界中发生的，以及我们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站在世界的某

个位置来看事物，而无法采取一种全景式的上帝视角来看事物; 又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我们

的观点和作出的判断也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我们需要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事物，需要
考虑那些与“我”处在不同位置上的人的观点。“考虑其他人的意见是所有严格的政治思想的标志。”①

阿伦特把这种政治思想叫作 “代表性的思想 ( representative thinking) ”: “通过从不同的视角
( viewpoints) 考虑一个特定的问题，通过使那些不在场的人的立场 ( standpoints) 出现在‘我’的心
中，也就是‘我’代表它们，‘我’形成一个意见。这个代表的过程并不是盲目地采用那些站在其他某
个地方的人的实际观点，而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这既不是一个移情问题，好像‘我’试图成为
某个其他人或者像他那样感受，也不是数人数和加入大多数人的问题，而是在‘我’实际上并不存在的
地方在‘我’自身的同一性中存在和思想的问题。当‘我’思考一个特定的问题时，‘我’在‘我’心
中呈现的人们的立场越多，‘我’就越能更好地想象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将会如何感觉
和思想，‘我’代表性思想的能力也就越强，‘我’最后的结论，即‘我’的意见也就越有效。”②

这种 “代表性的思想”其实就是康德所说的 “一种扩展的思想方式 ( eine erweiterte
Denkungsart) ”，因为这种思想方式能够 “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思想”③。阿伦特将其看作政治思考的
标志，因为不同立场的人之间的争论是政治生活的本质。由于我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因
此我们作出的判断总是会被某种主观性所规定。但“我”作出的判断又不能仅仅是 “我”个人的主
观表达或者只对“我”自己有效。要摆脱这种私人条件的限制，我们就需要通过想象力站在其他人的
立场上来看问题。由此可见，“扩展的思想方式”使“我”的判断对其他人具有了某种主体间的有效
性。这里要注意的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考虑并不意味着只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别人的意见也
不仅仅是指现实的意见，而且指可能的意见。任何主观的判断都有私人条件的限制，“扩展的思想方
式”在于使判断者从这种限制中摆脱出来，不受个人主观立场的束缚，以便能够从一个扩展的立场来
反思自己的判断。
“扩展的思想方式”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共通感。共通感能够使人从私人偏执中摆脱出来，不
把自己与他人相分离。一旦我们摆脱了私人条件的制约，我们就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通过考虑他人
的观点来作判断，从而使判断获得一种相对的不偏不倚 ( impartiality) 。阿伦特把这种不偏不倚看作
“判断的特殊德性”④: “判断的真正品质依赖于它的不偏不倚的程度”⑤。“扩展的思想方式”之所
以让判断变得不偏不倚，是因为这种思想方式使主体在作鉴赏判断时所获得的愉快或者不快的主观情

感具有了可传达性。由此不难看出，无论是扩展的思想方式还是情感的可传达性，都与判断的有效性
要求联系在一起。在康德写出的政治哲学中，判断的有效性不依赖他人的在场，而只依赖自我的在
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只要按照那个能够被普遍化的准则行动就行了，而无需考虑其他人的意见。

在阿伦特看来，这个绝对命令实际上是基于与自己相一致的逻辑原则，即不矛盾律。但在判断中，我们
仅仅与自己相一致是不够的。⑥ 判断不仅无法离开他人的陪伴，而且还需要与他人的潜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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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们在判断中考虑他人的意见时需要想象力。根据康德的定义，想象力是一种使不
在场的东西在场的能力。或者说，想象力是一种在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去感知的能力。① 也就是
说，有了想象力，我们可以从一个复数的视角来看事物，这不仅使得扩展的思想方式成为可能，而

且也有助于我们达到“某种不偏不倚的一般性 ( impartial generality) ”②。除此之外，想象力还可以
为我们提供实例，因为在没有概念或规则可以用来指导我们判断时，我们可以诉诸于实例。一个实
例可以作为我们应该如何判断的一个例子，康德把实例看作锻炼判断力的决不可少的习步车。③

“实例”这个词源自拉丁语 eximere，它的最初意思是指 “挑选出某个特殊的东西”④。尽管实例是
某个特殊的东西，然而这个特殊的东西对应着某个一般概念，比如说，这张具体的桌子对应着一个

桌子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碰到一张可能最好的桌子，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桌子实际应该
所是的实例。这个实例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作为桌子的桌子。⑤

实例是一种包含着一般规则的特殊者，这使得实例具有一种 “示范性的有效性 ( exemplary
validity) ”。康德把这种示范性的有效性看作一种归于鉴赏判断的必然性，也就是 “所有人都赞同
一个被视为某个人们无法指明的普遍规则之实例的判断的必然性”⑥。当一个人去判断某人是否有
勇气时，他可以通过想象力呈现某个已经成为实例的人来进行判断。“如果他是一个希腊人，那么
他在‘他心灵的深处’就会有阿基里斯的实例。想象力再一次成为必要: 他必定已经让阿基里斯
在场了，尽管阿基里斯当然不在场，……判断在实例是被正确选择的意义上具有示范性的有效
性。”⑦如果一个人缺乏想象力，那么他就无法呈现一个他并未感知到的不在场的实例。但是，当
“我”选择某个东西或人作为 “我”的实例时，这就意味着 “我”愿意和谁相伴，愿意选择谁做
朋友，区分对与错的能力依赖于这个选择的机缘。这就是阿伦特对 “在没有先前给予的规则或标
准的情况下如何去判断”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阿伦特看来，康德哲学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一种是写出的政治哲学，这种政

治哲学是按照一套事先给予的概念或规则来判断对与错，也就是把特殊的行为归摄到这些概念或规

则之下。它断言判断有效性的方式具有强制的特征，此外这种有效性可以在孤独中被实现。这种政
治哲学在性质上恰恰是反政治的。相反，康德真正的政治哲学来自他对判断而不是意志这种人类能
力的考察。《判断力批判》是与“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这个特别政治的思维方式联系在
一起的。当所有的行为标准和规则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行为的有效根据时，我们必须面对不可还原和
无法被归摄的特殊者。这就要求我们只根据事物自身显现出来的样子来判断事物，“我们只能根据
康德认为只对审美行为适合的东西来考虑人类的行为”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像判断美的对象那
样来判断对与错，因此反思性判断力成为了政治判断的一种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
的《判断力批判》包含着一种真正的政治哲学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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